











     
  
“施仁施义张广才”，题目正名四句之中，张广才占了一句，可以概见张
公在戏中的位置了。 
张公在危难之际对于蔡家的关心与帮助，体现了中国社会中邻里关系的
高美德。张公也以此得到了广泛的赞赏，甚至被作为“高义”的化身、作者的
“自寓”。但张公形象在《琵琶记》早期刊本与晚出的通行本之间，实际上有
着细微差别。分析这种差别，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陆贻典钞本和巾箱本是 为接近作者原貌的传本，而通行本则对前者作了
修订，以便适应明代中叶以降的时俗的观念。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变
迁所留下的痕迹。 
通行本的改动，其实只能说是“改订”，即整体而言改动不多，并未到伤
筋动骨的地步。但这种改订已经涉及到对人物的理解和评价。从两者对同一人
物的不同处理中，可以看出观念与标准的差异。 
从陆钞本为代表的“元本”系统看，高则诚只是把张公写成普通人，并未
简单地作“高义”的图解。在描写当中，还时或寓以“春秋笔法”，对张公也
有所讥评。这种含蓄的表现方式，有别于一般的“世代累积型”作品，而有着
文人个人创作的特征。即其人物不是一个简单的传声筒，而是在较高的层次上
获得统一性。 
例如，张公对于功名的态度，实在是极为世俗的。这种世俗性虽然无可厚
非，却也令人不敢恭维。戏中，蔡伯喈考虑到家中父母年迈，宁愿安乐田园，
不愿远游赴试。张公极其热心地劝试，道是：“子虽念亲老孤单，亲须望孩儿
荣贵。解元，趁此青春不去，更待何日？”为蔡公的逼试推波助澜。对于张公
在逼劝伯喈赴试一事中的表现，明代戏曲评点家多有讥议。如张公说“秀才此
行，心定脱白挂绿”，李卓吾评本批云：“脱白挂绿便怎的？”张公说“千钱
买邻，八百买舍，……老汉自当应承。”使伯喈失去了居家不出的 后的理
由，李评本道：“都被那张老儿坏了事。”陈眉公评本则说：“为你几句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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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卖了一只儿子，说甚买邻买舍？”张公说：“秀才，你为甚在十年窗下无
人问？只图个一举成名天下知。你若不锦衣归故里，谁知你读万卷书？”李评
本批云：“俗杀人”。难怪本出张公一上场，陈评本即批云：“冤家到了。”
因为蔡伯喈的悲剧，实始于取功名一念；而伯喈被迫赴试，张公的“好心”要
负很大的责任。更有甚者，“南浦嘱别”出，蔡家离别之际，悲从中来，张公
却说“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丈夫非无泪，不洒别离间”，显得不近人
情。以至李评本在侧批云“胡说！”之后，意犹未足，又眉批云：“别离不洒
泪，恐非人情。”在张公意中，取功名而光宗耀祖，乃是高于一切的。他对于
官位有一种膜拜的“情结”。蔡公后来因家庭苦难而醒悟到逼儿赴试之非，而
张公对于功名的俗气的看法却并未有任何的改变。他只是把蔡家的灾难归于命
运而已。故“糟糠自厌”出张公上场诗犹云：“福无双至犹难信，祸不单行却
是真。”引得李评本、陈评本同批道：“都是你这个老儿！”蔡家灾难发生之
后，张公把原因归于伯喈不归，道是蔡伯喈“中状元做官六七载，撇父母抛妻
不采。”又说蔡伯喈“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这三不孝“逆天罪
大，空打醮枉修斋”。但听到李旺说伯喈“要辞官，官里不从；辞婚，牛丞相
不肯。如今好生要归，又不可得”之后，张公立即原谅了伯喈：“原来他也是
无奈，恁地好似鬼使神差。这是三不从将他厮禁害，恁的呵，三不孝亦非其
罪。这只是他爹娘福薄运乖，人生里都是命安排。”（三十七出）所以谁也没
有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直到此时，张公仍未对功名和为官本身有丝毫的
非议。所以“散发归林”出，他对痛不欲生的蔡伯喈道：“人生如朝露，论生
死荣枯有定数，……且逆来顺受么，抑情就理通今古。”他对蔡公蔡婆的死和
伯喈悲痛不以为然，他说：“相公，休只管痛哭爹娘，也须要继承宗祖。况腰
金背紫，不枉了光荣门户。”他觉得这“腰金背紫”，足以抵消父母之死的悲
痛了。所以 后牛相前来旌奖蔡家，得知张公“高义”，赠金以报，张公口中
虽说：“大人，救灾恤邻，古之道也。何劳尊赐？”但略加推让之后，作“收
金介”，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据以上对陆钞本系统传本关于张公形象的描写，张公对于功名的态度始终
是世俗的。这也是高则诚给张公形象的定位。应当说这是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精
神的。因为如果让这位乡村纯朴的老人拥有知识分子式的隐逸态度和对政府的
批判倾向，反倒会失却生活的真实。事实上，张大公对帝王将相与功名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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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一种虔敬的心态，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至多也只是将灾难归于命运，而
从未把苦难与统治者的作为联系起来。这是张公这一人物的可悲可叹之处。它
似乎使张公的形象显得不够“高大”，正如前引李、陈诸家批评的那样，却又
是符合中国农民的纯厚品行的。所以在陆钞本系统中，张公的形象是前后统一
的，并体现了“春秋笔法”，涵有深刻的寓意，当与高则诚从少时即“自奋读
《春秋》，识圣人笔削大义”的训练有关。这也是《琵琶记》的文人创作特性
之于一般戏曲作品的浮浅写法的区别之所在。 
通行本《琵琶记》则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人们依据自己的审美观念和
价值观念，逐步增饰改订的结果。它在某些方面消解了原作的文人性特征，而
以“世代累积型”的方式，向一般戏曲作品靠拢了。以张大公为例，则是“拔
高”了张公的形象，遂致人物思想的发展出现跳跃，前后不贯。 
通行本的前半部中张公的言行与陆钞本系统出入较少，但后半部则差异颇
多。主要有三点：一是张公对功名的世俗想法突然逆转，变作对功名语含刺
讥；二是将张公当作高义的化身，他的一切行动，都直奔这个主题；三是让张
公直接站出来评价剧中人物，作为改订者表述其倾向的传声筒。这三者又是互
有关联的。 
关于第一点，在“风木余恨”与“一门旌奖”二出 为突出。“风木余
恨”出，陆钞本系统中张公前来向守庐墓的伯喈夫妇问寒暖，赐酒以示劝慰，
有【玉山供】四曲，其中第四曲即前引张公所唱的“人生如朝露”曲。通行本
删去此四曲及张公劝慰之语，而让张公对伯喈说了这么一段话： 
蔡相公，你腰金衣紫，可惜令尊令堂相继谢世，不得尽你孝心，正是树欲静而
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逮，这也是他命该如此。你今日荣归故里，光耀祖宗，
虽是他生前不能享你的禄养，死后亦沾你的恩典。老夫苟延残喘，又得相见，
侥幸，侥幸！你今在此庐墓，老夫合当陪伴。但有牛氏夫人在此，怕不稳便，
暂且告别，再来相看。 
陈眉公评本云：“冷语令人汗颜。”这里张公的所思所言正好与陆钞本系
统相反，“命该如此”之语，即是否定了命运观念。改动者自己作了这样的说
明：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诸本此折后有张大公为生旦寒暖【玉山供】四折，极为背理。岂有前日对其差
人尽言相斥，今却卑辞厚礼，前倨后恭？广才决不如此。且落场诗云：“休道
世情看冷暖，果然人面逐高低。”说得广才是何等样人。坊本不通如此。 
这段批语并见于继志斋本、唐晟刻本、玩虎轩刻本，可知其同出一源。但
这种处理，虽然以“冷语”达到了斥责伯喈的目的，对张公沉迷于世俗功名的
形象有所“补正”，但同时也使张公的行动、思想前后矛盾，使得剧情发展显
得突兀。凌刻本对此有很好的批驳： 
时本删去此白及后【玉山供】四曲，且讥其前日相斥，今日厚礼为前倨后恭。
不思前日已对使面言“亦非其罪”矣。今见其庐墓之孝，而以旧情慰安之，何
不可之有？且旧谱亦收之，此自应为东嘉笔也。 
凌氏指出，“张公遇使”出，张公已从李旺的话中原谅了伯喈，张公说：
“这是三不从把他厮禁害，恁的呵，三不孝亦非其罪，这只是他爹娘福薄运
乖，人生里都是命安排。”则张公并未忘记蔡公的“打三不孝”的遗言，他是
在得知伯喈“也只是无奈”之后，原谅了伯喈。 
通行本的改动，反映了明代人的观念。因为伯喈重婚相府而致父母双亡，
究竟还能不能称作孝子，一直有争议。加以“冷语”，代表了那种认为伯喈应
受谴责的观点。唐晟刻本有批语说：“江右梨园于此处有张大公将拄杖、头发
出示牛丞相以示羞辱蔡伯喈一段，如《荆钗记》之祭江，《岳飞传》之风魔，
皆演本有之，刻本不载。”现代湘剧高腔《琵琶记》演出时有打三不孝的情
节，即是其传承。但这种谴责伯喈而替张公“藏拙”的做法，不仅不合原作之
意，而且多少使作品的内涵肤浅化了。 
又如“一门旌奖”出，陆钞本系统中，牛相与张公相见一段，是这样的：
〔外相见介〕大公，我女婿的爹娘，多蒙扶持，未克报恩。伯喈，我有金子一
锭，聊为报答这公公七德之万一。〔生〕如此，感蒙！〔末〕大人，救灾恤
邻，古之道也。何劳尊赐？〔生〕且自收下，卑人自当效犬马之报。〔末〕说
那里话？〔收金介〕 
而通行本以为张公这样的高义人物，是不应该接受牛相的赠金的，所以改
作张公说：“此金断不敢受。”以显其施恩而不求报的“高义”。又让牛相接
着说：“贤婿，张大公高义的人，不可再强。老夫回京，当奏请官职俸禄，以
酬大恩便了。”这也是拔高的一例。改动者作批语云：“张公终不受金，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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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终不易衣装，见得孝妇义士之心，一无所为而为。坊本失东嘉之意多矣！”
此批语并见于继志斋刻本、唐晟刻本及《词坛清玩琵琶记》。可见对于“高大
全”的希冀，乃是“国粹”之一，并非发明自“世无前例”的年代也。 
通行本对张公的拔高，还表现在他与蔡家的关系之中。按理说，张公首先
是得照看自家的家业，其次才是照顾蔡家。他确实是一个热心的邻里，但也不
是必须时时把蔡家的一切都放在第一位，才方显出其高义的。陆钞本中，张公
第一次上场来到蔡家，是“往常间有事来相报知”，即是关心伯喈取功名之
事，他助成了蔡公的逼试，但也有了在伯喈走后照看蔡家的承诺。他再次与蔡
家相关联，是在饥荒发生后，在向义仓请粮回来途中，与请粮被抢的五娘和蔡
公相遇。得知详情以后，张公说：“小娘子，你丈夫当年出去，把爹娘分付与
老夫。今日荒年饥岁，亏杀你独自支吾，终不然我自饱暖，教你受饥寒勤劬。
古语救灾恤邻，济人须济急时无。我也请得些粮在此，小娘子，分一半与你将
去，胡乱救济公姑。”这段话说得极其诚恳和谦让。这里，张公是碰巧遇上，
见此情况，才作分粮决定的。通行本改作：“咳，五娘子，你差了。老夫方才
也请得些官粮，正要将来分送你公公。你怎的不来与我商量，却自家出去，被
那狂徒欺侮。”开口就说请得官粮，正要分送蔡家，这表现了张公时刻不忘蔡
家。但据剧本所述，请粮是严格依据人口分发的，仅够度荒，除非张公代蔡家
请粮，否则是难以将自家的度荒口粮随意分送的。张公既不曾代蔡家请粮，则
不得责怪五娘不与他商量。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便是为了强调张公“高
义”，而将偶然相逢改作有意分粮的缘故。 
此后“糟糠自厌”、“代尝汤药”二出，张公确是主动到蔡家去探病的。
邻有病而问之，事属应当，正合“照看”之义。二个系统的版本均无差别。公
婆既死，赵五娘的想法是“奴家在先婆婆没了，却是张大公周济。如今公公又
亡过了，无钱资送，难再去求张大公。”于是有剪发买葬之举。但卖发不成，
跌到街头，被张公遇见，张公道：“原来你公公也死了！你怎么不来和我商
量？把这头发剪下做什么？”陆钞本这样处理是有道理的。因为张公认为这样
的大事应该和他商量的，而对剪头发一事则颇为不解。通行本作张公上云：
“今日蔡老员外病症不知如何，我且去看一看。呀，五娘子，你为何倒在街
上？”这样，张公出场的直接目标仍是蔡家，这还无可厚非。但作为邻居而探
望蔡公，何以会与上街卖发的五娘相遇的呢？这就变成了漏洞。其实，张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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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事事跑往蔡家，以其急人所难，也已不失为一个高义的人物；但因了他是
“高义”人物，便让他上场的每一个行动都直奔照看蔡家这一主题，则未免过
头了。 
借张公之口直接品评人物的行动，点明某种道德的评判，主要体现在对赵
五娘和蔡伯喈的品评上。如前述五娘卖发不成，跌倒街头，幸得张公答应资
助，可度难关。陆抄本作：“〔旦〕公公，收了这头发。〔末〕我要这头发做
什么？”从此处的特定情境理解，五娘感谢张公的一再帮助，无以为报，只能
赠青丝聊答谢忱；而张公从不曾想人回报，愕然不解这青丝有何用处，故有此
答。这是符合此时此地人物的特定心境的。通行本则作：“（旦）如此多谢公
公，请收下这头发。（末）咳，难得难得。这是孝妇的头发，剪来断送公婆
的。我留在家中，不惟留做话传，后日蔡伯喈回来，将与他看，也使他惶
愧。”唐晟刻本、继志斋刻本有批语云：“诸本此后有末唱一折，与前第三折
意觉重复，从古本删去。末白又重在头发上，甚有意味。坊本作‘我要这头发
作甚么？’非复人言。”可知其改动的原由。通行本中张公所言，与其说是人
物性格所致，不如说是改订者着意借张公之口以作点评。前引陈评本所称道
“冷语令人汗颜”的一段话，也是如此。传统戏曲惟恐观众不明含义，常特作
点明，即此类也。现代话剧与戏曲的不同，亦体现于此种地方。而《琵琶记》
因其文人创作的特点，原与话剧式以人物性格化的语言和行动来表述的方式更
接近；陆钞本尚保有此种特征，而通行本则更像“做戏”。如“描容”出，张
公见五娘所写真容，通行本便多一句：“你孝心所感，一定逼真。”所以据陆
抄本系统，则尚较多地拥有“倾向自然而然地流露”的特征，而通行本则唯恐
观众不解，往往直接点明。前者多少留有文人作品耐作案头阅读的特征，因为
需细味乃解；后者则纯是场上之曲，因为面对田农妇孺，务须明白易懂，不惜
特加点明，却如咀嚼之后相饲，失其真味。 
由于张公的高义形象，以及通行本中张公常处在点评剧中人物的地位，所
以明人有张公为作者自寓之说。这据通行本略可圆通。但明白版本间的细微差
别，便可知作者除了“自然而然流露”之外，其实不曾站出来借人物之口作直
接的表述，而是更多地赋予人物以性格化的语言与行动。故不论蔡伯喈抑张
公，其言行都只是其性格使然，而不能完全代表高则诚本人的看法。通行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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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删，只足以证明改订者确实借张公之口表述了自己的理解与判断，但与高则
诚无涉。 
总之，则诚笔下的张公，既有其高尚而值得称颂之处，也有其庸俗而可悲
可叹之处。既无“拔高”处理，也无贬低之意，而是写出了一种复杂化的带有
典型意味的特征。这对于习惯于好人坏人分明的观众来说，似乎较难理解，故
传演中便作了拔高，尽力使之成为一个纯粹高尚的人物，终于回归到人们熟悉
的模式，却多少失去了典型价值。 
 
